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工业绿色发展的效应与机制
王韶华1,2，王  菲1，张  伟1,2
（1. [bookmark: _GoBack]燕山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河北秦皇岛 066004；
2. 燕山大学区域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河北秦皇岛 066004）
摘要：目前，我国处在工业化绿色转型的重要时期，以数字化转型驱动工业生产方式变革成为重要路径。基于2013－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分别构建基准模型、门槛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实证考察数字经济对我国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效应及可能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从全国层面来看，研究期间数字经济能够显著提升工业绿色发展水平，是工业实现绿色化转型的重要驱动力；（2）从分地区维度来看，数字经济对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效应具有区域异质性，就效应大小来看，中部>东部>西部；（3）通过内在机制研究发现，目前数字经济主要作用于工业资源利用和工业增长质量方面，对工业环境质量的提升作用尚不显著；（4）数字经济对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存在技术门槛特征，当工业技术发展水平跨越门槛值后，数字经济对工业绿色发展的正向效应会更为强劲；（5）数字经济会通过影响人力资本水平、能源消费结构和市场化水平来对工业绿色发展产生影响。因此，要因地制宜以人力资本、能源结构、市场化水平为路径发挥数字经济的引擎作用，同时着力提升工业技术水平以更好实现数字经济的绿色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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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ffect and Mechanism of Digital Economy Empowering the Green Development of China's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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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our nation finds itself amidst a critical phase of industrial eco-friendly evolution, where the digital transition plays a pivotal role in reshaping industrial manufacturing techniques.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30 provinces in China from 2013 to 2020, a benchmark model, a threshold model, an intermediary effect model and a spatial econometric model were constructed to empirically examine the impact and possible impact mechanisms of the digital economy on the green development of China's industry.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From a national level, the digital economy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level of green development of industry during the study period and is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for the green transformation of industry. (2)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ub-regions, the impact of digital economy on the green development of industry has regional heterogeneity. In terms of effect size, the effect is central > eastern > western. (3) Through research on the internal mechanism, it is found that the current digital economy mainly affects the utilization of industrial resources and the quality of industrial growth, and its effect on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the industrial environment is not yet significant. (4) The impac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on the green development of industry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 technical threshold. When the industrial technology development level crosses the threshold, the positive effec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on the green development of industry will be stronger. (5) The digital economy will have an impact on the green development of industry by affecting the level of human capital, energy consumption structure and marketization level. Hence, it is imperative to customize approaches in alignment with specific regional circumstances, leveraging human resources, energy frameworks, and the extent of market integration as avenues to unlock the catalytic potential of the digital economy. Concurrently, attention should be directed towards elevating industrial technological standards to more effectively realize the environmental benefits of the digit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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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国民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离不开“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推进及工业绿色化转型的有力支撑[1]。为了助力工业绿色发展水平的提升，2016年工信部印发的《工业绿色发展规划（2016－2020年）》中明确指出要积极推动工业绿色发展机制的形成，推动绿色制造数字化水平的提升。在《“十四五”工业绿色发展规划》中又指出，为支撑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如期实现，要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道路，系统推进工业产业结构转型及生产方式绿色化数字化的融合发展。由此可见，数字经济在促进工业绿色发展的过程中可能扮演着重要角色。随着数字化发展大潮的袭来，2020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便已突破39万亿，但是，根据中国信通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1）》显示，工业数字经济占行业增加值比重仅约为21%[2]，这意味着，数字经济在我国的绝对发展规模取得突破，但相对规模仍较小，并且不可否认的是，当前存在的环境债务与数字经济的发展同样存在一定联系，信息通信产品的生产和使用离不开稀有金属的开采、电力的消耗及废弃物的排放。所以当前数字经济对我国工业绿色发展的正向效应是否能够发挥？发挥的效果究竟如何？这是值得关注和研究的现实问题。鉴于此，本文将在归纳梳理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工业绿色发展及数字经济的发展现状，对以上问题进行探讨并展开实证研究。
1 文献综述
1.1绿色发展
 “绿色发展”这一概念是由英国环境经济学家Pearce等[3]提出的绿色经济引申而来的，绿色经济概念的变迁主要经历了生态系统目标导向、“经济-生态”系统目标导向、“经济-生态-社会”系统目标导向的3个阶段，且不同导向体现的条件和价值取向没有不同，所以不存在程度优劣之分[4]。总的来看，对绿色发展的测度评价主要分为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全要素生产率核算及综合指标体系测度。学术界越来越倾向于使用综合测度指标体系来对绿色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和评价。
除此之外，影响绿色发展的因素也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如赵领娣等[5]认为人力资本有助于绿色经济绩效的改善；Musango等[6]认为环境规制可以显著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但彭星等[7]也指出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的作用可能存在差异；于惊涛等[8]表示城镇化水平对绿色增长同样具有加速效果；班斓等[9]及马丽梅等[10]指出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和轻型化也有助于促进绿色增长及绿色效率的提升。
1.2数字经济
对数字经济的研究最早可追溯至1996年美国学者Tapscott[11]所著的《数字经济时代》，1998年美国商务部发布的《新兴的数字经济》报告中首次明确数字信息产业的形态[12]，自此，数字经济的提法正式形成[13]。2016年G20峰会通过的《G20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将数字经济分为数字经济基础部分（数字产业化）和融合部分（产业数字化）[14]，这一认识得到较多学者及机构的认可[15]。2017年中国信通院在以上定义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数字经济的内涵，认为数字经济是一种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新型经济形态[16]。关于数字经济的测度，主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测度法，即在界定数字经济的范围内估算其规模体量，但该方法尚处于探索阶段，使得不同研究所得结果差异较大[15]；另一类是指标体系测度法。由于指标体系测度法是现阶段衡量数字经济发展现状的可行方法和阶段性选择[17]，所以有众多学者通过构建测度指标体系来衡量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18]。
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国民经济的多个方面产生了一定影响。如Abeliansky等[19]认为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有助于降低供求双方的交易成本；沈运红等[20]也指出数字经济有助于企业向智能化方向发展，进而实现高度化转型。戚聿东等[21]和齐俊妍等[22]立足于产业层面，认为数字经济能够促进传统产业结构的升级及产业链、价值链地位的攀升。李宗显等[23]则立足于宏观经济，认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已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但是姜松等[24]认为，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可能具有条件性和阶段性。除此之外，面对数字经济的绿色化能力及政府对生态建设的硬性要求，关于数字经济对绿色发展的影响也被国内外学者所研究。现有文献大都认为数字经济对绿色发展存在促进作用，如程文先等[25]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绿色发展具有正向效应，且效应大小受到制度环境和行业规模的影响；韦施威等[26]认为数字经济在推动绿色技术溢出的同时，促进绿色创新，进而降低污染排放。然而，也有部分文献认为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之间存在“U型”关系，如樊轶侠等[27]就认为二者之间存在倒“U”型约束，而江红莉等[28]则认为数字金融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呈现正“U”型。
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绿色发展及数字经济已引起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并获得了丰富的成果，但是仍存在以下不足：（1）现有文献多集中于研究数字经济对绿色发展的宏观影响，对于数字经济在具体产业的绿色化发展方面的价值探讨不足。（2）部分研究数字经济与工业绿色发展之间关系的文献也多停留在定性层面，缺乏对数字经济影响工业绿色发展的具体效果、作用机制及空间溢出效应的研究与分析。鉴于此，本文以中国30个省份为研究对象，分别对我国工业绿色发展及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科学测度，进而通过构建实证模型，研究数字经济对我国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效应，并进一步明晰效应特征及影响机制，以期为我国工业领域的绿色化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目标的实现提供新思路和新的政策参考。
2 理论基础
首先不可否认的是，数字经济对工业绿色发展正向效应的发挥可能受到非期望产出的影响[29]。数字产品的生产可能会加剧对能源的需求，进而使得人均碳排放量增加；数据量的增长及数字产品的使用也会消耗大量电力并产生废弃物，这些无疑会对工业绿色发展产生不利影响。除此之外，信息获取成本的降低也有可能加剧行业内部的不平衡，使得具有生产成本优势的企业发展势头更加强劲，进而加剧行业的内部竞争[27]。
整体来看，数字经济对工业绿色发展的积极作用是多方面的。从供给角度考虑，就企业内部来看，数字经济能够为工业企业提供技术支撑。数字经济网络化智能化等特点使得企业的信息获取更加便捷，这不仅能够降低工业生产成本、提升经济效益，也能够优化企业的经济行为，减少活动中的能耗和碳排放，进而为减排提供助推力，促进工业向数字化绿色化转型。就整个市场来看，数字经济有助于优化企业之间的协调作用。在市场调控下，数字经济能够促进工业要素的跨界流通和自由配置[30]，有助于企业之间实现经济资源的共享，进而促进资源要素的充分利用[31]。从需求角度考虑，数字技术有助于政府和金融机构识别政策倾斜对象，了解相关企业的经营参数，把握其减排情况和绿色发展能力，进而使资金流向真正致力于绿色发展的企业。数字经济的发展还有助于转变工业企业使用自然资源的偏好，并对消费者提供激励引导，使得消费者更青睐于环境友好型产品，进而倒逼工业企业提升绿色化发展能力。由此可知，数字经济对工业绿色发展既可能存在回弹效应，也可能带来增值效应，不过整体来看，数字经济对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应是积极的。
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为不同地区提供了相同的发展机遇，但由于各地发展基础的差异性，使得数字经济在发展过程中释放的红利可能存在一定差异。除此之外，由于数字经济是基于互联网而发展起来的，具有典型的技术密集性特征，技术发展水平的提升将有助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及绿色效能的释放，对于工业领域的绿色发展而言，工业内部技术发展水平的提升将有助于数字经济更好地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来开发创新柔性制造、生物制造等绿色技术，也有助于工业企业更好地应用绿色创新技术，最终促进工业以更为经济、绿色的方式实现协调发展，所以工业技术发展水平也可能会影响数字经济绿色能效的发挥。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数字经济对工业绿色发展能够发挥正向的积极效果，但影响效应可能存在区域异质性。
假设2：工业技术发展水平将影响数字经济对工业绿色发展的作用力度。
3 数据来源与理论分析
3.1 数据说明
遵循科学性、数据可得性等原则，本文利用2013－2020年中国30个省份（不包括西藏及港澳台）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相关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第三产业统计年鉴》《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2011－2020)》和各省份统计年鉴及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官方数据等。限于篇幅，相关指标数据不再列示，若有需要，可向作者索要。
3.2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工业绿色发展水平（green）。鉴于国家发改委等四部委联合制定的《绿色发展指标体系》具有权威性、应用广泛性，且王韶华等[32]在该指标体系的基础上构建工业绿色发展指标体系，并利用实证方法证明了其合理性。因此，本文遵循科学性、数据可得性、研究相关性等原则，在王韶华等[32]的基础上进行筛选、修改和补充，最终构建包括工业资源利用、工业环境质量和工业增长质量等3个准则层9个评价指标的工业绿色发展测度指标体系。其中：①工业资源利用。对资源的依赖性和资源的利用效率是划分工业化进程的核心指标，在当前资源短缺及利用不合理所带来的环境困境下，降低资源利用总量、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是极为关键的。为提高可比性，同时更加直观地反映各省市经济与资源之间的依赖程度、资源利用水平以及生产方式，在此主要采用相对指标，即资源利用效率，主要包括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和单位工业增加值二氧化碳排放3个指标；②工业环境质量。“绿色”一词最早在经济领域出现，主要是为了能够利用经济手段解决污染问题，而改善环境质量的关键在于节能减排，因此在衡量环境质量时，可以从考察减排效果的角度切入。工业废水、废气和固体废弃物是工业污染最主要的来源，为提高可比性，选取相对指标单位工业增加值废水排放、单位工业增加值废气排放及单位工业增加值固体废物排放加以反映；③工业增长质量。新型工业化的最大特征为经济与资源环境的双赢，提高增长质量、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工业绿色发展的终极目标。在对该维度指标进行选择时，进一步参考师博等[33]关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衡量，主要从强度、外向性和合理化角度考虑，最终选取工业增加值增长率、外向性和工业科技创新强度3个指标。具体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表1 工业绿色发展水平测度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二级指标权重
	三级指标
（名称（方向）/单位）
	三级指标权重

	工业绿色发展水平
	工业资源利用
	0.375
	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吨标准煤/万元）
	1/8

	
	
	
	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立方米/元）
	1/8

	
	
	
	单位工业增加值二氧化碳排放（−）/（吨/亿元）
	1/8

	
	工业环境质量
	0.375
	单位工业增加值废水排放（−）/（吨/亿元）
	1/8

	
	
	
	单位工业增加值废气排放（−）/（吨/亿元）
	1/8

	
	
	
	单位工业增加值固体废物排放（−）/（吨/万元）
	1/8

	
	工业增长质量
	0.250
	工业增加值增长率（+）
	1/12

	
	
	
	外向性（+）
	1/12

	
	
	
	工业科技创新强度（+）
	1/12


注：1）本指标体系是依据国家发改委等四部委联合发布的《绿色发展指标体系》而建立的，因此将官方所公布的各指标权重作为赋权依据，归一化处理后得到指标权重；2）（+）表示正向指标，（-）表示逆向指标。下同。
（2）核心解释变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digeco）。基于数字经济的内涵，遵循“发展基础-发展现状”的基本思路，最终构建包括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3个准则层12个评价指标的数字经济测度指标体系[34]，并采用熵权法计算权重，如表2所示。
表2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
指标
	二级指标权重
	三级指标
（名称（方向）/单位）
	三级指标权重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数字基础设施
	0.340
	长途光缆线路长度（+）/（公里）
	0.0681

	
	
	
	人均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个/人）
	0.1288

	
	
	
	移动电话普及率（+）/（部/百人）
	0.0838

	
	
	
	万人域名数（+）/（个/万人）
	0.0698

	
	数字产业化
	0.388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固定资产投资占比（+）
	0.0664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主营业务收入（+）/（万元）
	0.0756

	
	
	
	人均电信业务总量（+）/（万元/人）
	0.1727

	
	
	
	软件业务收入（+）/万元
	0.1036

	
	产业数字化
	0.272
	每百家企业拥有网站数（+）/个
	0.0530

	
	
	
	有电子商务交易活动企业占比（+）
	0.0768

	
	
	
	人均快递业务量（+）/（件/人）
	0.0645

	
	
	
	普惠金融数字化指数（+）
	0.0369


（3）控制变量：为了保证结论的科学性，借鉴肖远飞等[1]已有研究，选择以下控制变量：经济发展水平（economy），选取人均GDP来衡量；产业结构（industry），选取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之比来衡量；城镇化水平（urban），选取城镇总人口数占比来衡量；环境规制（regu），选取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与工业增加值的比值来衡量。
（4）门槛变量：借鉴出口技术复杂度的计算方法，通过计算工业技术复杂度来衡量工业领域的技术发展水平。出口技术复杂度是经济复杂度的前身，Hidalgo[35]在研究时将经济复杂度定义为一个地区产业经济结构中包含的知识以及其组合能力，而作为知识载体的产品的演变导致经济具有复杂性，那么工业技术复杂度则表现为工业产品由于技术演变而带来的复杂性。由于工业生产数据无法获取每个具体产品的产值，只能获取到细分行业的数据，不适用于计算新经济复杂度公式中的产品多样性和普遍性两个指标，因此，本文借鉴许治等[36]在计算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做法，测度本文的工业技术复杂度ITC（Industrial technical complexity），工业技术复杂度测算公式如下：
	            （6）
式（6）中：m代表省份，p代表行业，t代表时间，ITCmt代表m省份在第t年的工业技术复杂度。EXmpt/EXmt代表m省份的p行业在第t年的总产值占该省份当年工业总产值的比例，PRODYmpt代表m省份p行业在第t年的全员劳动生产率。

3.3模型构建
为研究数字经济对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效应，构建基准计量模型（1），如式（1）所示：
                               （1）
[bookmark: OLE_LINK278][bookmark: OLE_LINK279]此外，为研究数字经济对工业绿色发展产生影响的内在机制，将进一步分析数字经济对工业绿色发展二级分指数工业资源利用、工业环境质量、工业增长质量的影响，构建计量模型（2）~（4），如式（2）~（4）所示：
                               （2）
                               （3）
                               （4）
式（1）~式（4）中：；CV表示其他控制变量；use表示工业资源利用，envir表示工业环境质量，grow表示工业增长质量；表示随机误差项，表示截距项，分别表示核心解释变量的影响系数；分别表示控制变量的影响系数；m表示个体，t表示时间。为了减少异方差、共线性、极端值影响等问题，将绝对值变量进行对数变换。
由前文分析可知，数字经济具有典型的技术密集性特征，技术发展水平可能也会影响数字经济绿色效能的释放，而本文对于绿色发展的研究集中在工业领域，因此，在考虑技术因素时，将视角缩放至中观层面，以工业技术发展水平为门槛变量，构建门槛回归模型，进一步具象化分析数字经济对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情况。构建门槛模型如式（5）所示：
 
（5）
式（5）中：I（）为示性函数，取值为0或1；TV为门槛变量，γ为待估门槛值；表示不同区间核心解释变量的影响系数，其他各项的含义与基准回归模型保持一致。
4 实证结果与分析
4.1基准回归结果
（1）全国整体层面
由于本文所选样本为面板数据，且样本的时间维度小于截面维度，为短面板数据，所以无需进行单位根检验。另外，一般情况下，当个体数量较少时，将个体效应视为固定效应较为合适[37]，但为了保证科学性，在此进一步利用F检验及Hausman检验对回归模型进行判断。结果显示：F统计量为49.47（对应P值＜0.001），说明拒绝使用混合回归模型；Hausman统计量为25.86（对应P值为0.000 2），拒绝使用随机效应模型的假设，证实利用固定效应模型（FE）来进行最优估计是恰当合理的。为了减少潜在序列相关、异方差所导致的估计偏误，采用逐个添加变量以观察估计结果的稳健性，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数字经济对工业绿色发展的基准回归结果
	自变量
	因变量：green

	
	（1）
	（2）
	（3）
	（4）
	（5）

	digeco
	0.324 4***
（14.59）
	0.216 6***
（5.00）
	0.305 2***
（5.74）
	0.240 8***
（453.00）
	0.155 0***
（3.02）

	economy
	
	0.066 1***
（2.89）
	0.065 8***
（2.92）
	0.038 5*
（1.71）
	0.054 7***
（2.60）

	industry
	
	
	−0.047 3***
（−2.79）
	−0.054 1***
（-3.31）
	−0.042 5***
（−2.79）


	urban 
	
	
	
	0.368 5***
（4.35）
	0.264 0***
（3.29）

	regu
	
	
	
	
	−4.684 4***
（−5.93）

	常数项
	0.659 4***
（104.96）
	0.566 0***
（19.16）
	0.609 1***
（18.49）
	0.462 2***
（9.99）
	0.519 3***
（11.83）

	样本数/个
	240
	240
	240
	240
	240


注：1）括号内为t值；2）*、**、***分别表示在10%、5%、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下同。
由表3可知，列（1）~列（5）是逐步添加控制变量所得的数字经济对工业绿色发展影响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核心解释变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digeco）的影响系数始终显著为正，表明在全国层面数字经济对工业绿色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其中，由列（1）可知，在不加入控制变量时，数字经济对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约为0.324 4；在列（5）全部加入控制变量后，数字经济对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约为0.155 0。这说明数字经济在作为新业态促进中国经济加速发展的同时，还能够发挥其绿色低碳的特点，成为新时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背景下工业绿色发展的新动能。
（2）分地区维度
本节将全国层面数据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分地区样本1)，并对其分别进行相应的实证检验，如表4所示。由表4中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区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数字经济对不同地区的工业绿色发展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其中，东部地区的影响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约为0.114 2；中部地区的影响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约为0.390 6；西部地区的影响系数约为0.065 8，但在统计上不显著。分析原因可知，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整体工业化基础较好，对先进知识和技术能够较好地吸收，因此数字经济在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均能够产生显著的正向效应；而西部地区由于深处内陆，在经济发展方面稍显落后，发展环境方面也逊于其他地区，对先进技术和人才的吸引力度较弱，再加上当地工业化进程普遍较缓，工业化基础相对薄弱，导致数字经济所带来的绿色化效能难以较好地发挥，从而正向效应尚不显著。此外，可以发现，虽然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均能显著促进当地工业的绿色发展，但是正向效应也有所差异，东部地区的正向效应较中部地区更弱。结合我国的发展实际，这可能是由于我国东部地区天然的地理位置优势，整体工业化进程较快且工业绿色发展水平较高，而当前我国数字经济仍处于发展前期阶段，当其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后，对数字技术的创新突破难度增加，所以对工业绿色发展的带动作用弱于中部地区；而中部地区大量的传统工业亟需转型，这使得数字经济的绿色化效能能够更好地释放。综合以上分析，可以认为，数字经济对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效应存在地区异质性。
表4 数字经济对中国工业绿色发展影响的分地区样本回归结果
	变量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digeco
	0.114 2**
（2.03）
	0.390 6***
（4.24）
	0.065 8
（0.44）

	其他控制变量（CV）
	YES
	YES
	YES

	常数项
	0.707 4***
（12.96）
	0.576 5***
（6.65）
	0.281 1
（2.04）

	样本数/个
	88
	64
	88


注：括号内为t值。
（3）分指数维度
为进一步了解数字经济影响工业绿色发展的内在机制，将利用计量模型（2）~（4），实证考察数字经济对工业资源利用、工业环境质量、工业增长质量的影响情况，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
表5 数字经济对工业绿色发展分维度样本的回归结果
	变量
	工业资源利用（use）
	工业环境质量（envir）
	工业增长质量（grow）

	digeco
	0.044 2**
（2.19）
	0.041 0
（1.29）
	0.041 0*
（1.73）

	其他控制变量（CV）
	YES
	YES
	YES

	常数项
	0.130 7***
（7.44）
	0.221 9***
（8.01）
	0.142 8***
（6.91）

	样本数/个
	240
	240
	240


注：括号内为t值。

由表5可以发现，目前数字经济主要作用于工业资源利用和工业增长质量方面，对于工业环境质量的提升作用尚不显著。分析原因可知，数字经济的发展伴随着数字技术的进步，在技术的加持下，工业资源的利用效率会得到大幅提升；同样，数字经济的发展有助于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更加重视先进技术的应用与创新，有助于企业产品的绿色化生产及生产链的高端化发展，进而增强国际竞争力，促进工业增长质量的提升。但是，当前我国数字经济仍处于快速发展阶段，数字经济发展所衍生出新行业和新业态也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工业废物的排放，使得当前数字经济对工业环境质量的提升作用尚不显著。
4.2 门槛回归结果
在进行门槛回归之前，为保证门槛估计的精度，借鉴Hansen[38]的自举法，通过自举300次反复抽样对门槛效应的存在性进行检验，并在存在门槛效应的情况下，确定门槛个数，进而确定门槛模型。当工业技术发展水平作为门槛变量时，以1%的显著性水平通过单一门槛检验，由此可知，构建门槛回归模型探究数字经济对工业绿色发展间的技术门槛特征是具有必要性的，因此，下文将构建单一门槛回归模型，研究数字经济对工业绿色发展的技术门槛特征。门槛回归结果由表6所示。可以发现，当技术发展水平低于门槛值139.79时，数字经济对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系数约为0.032 8；而当技术发展水平跨过门槛值139.79时，其影响系数开始在5%的水平下显著为正，约为0.103 7。由此可知，随着工业内部技术发展水平的提升，数字经济对工业绿色发展的正向效应将显著增强。因此，要想更好地促进工业实现绿色化转型，还需要注重工业内部技术发展水平的提升，以更好地释放数字经济的绿色化效能。
表6 门槛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green

	digeco× I（tech≤139.79）
	0.032 8（0.54）

	digeco× I（tech>139.79）
	0.103 7**（2.03）

	economy
	0.046 3**（2.26）

	industry
	−0.026 9***（−1.76）

	urban
	0.365 0***（4.23）

	regu
	−4.897 1***（−6.40）

	常数项
	0.471 2***（10.11）

	样本数/个
	240


注：括号内为t值。

4.3 稳健性检验
（1）工具变量法
在工具变量选取时，首先参考肖远飞等[1]选取核心解释变量（digeco）的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来进行两阶段回归。本文借鉴黄群慧等[39]与赵涛等[40]的方法，考虑到本文的研究对象是除西藏及港澳台地区的30个省份，而重庆市是在1997年才从四川省划出，成为独立的直辖市，因此采用1998年的固定电话数量作为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的工具变量。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本文样本为面板数据，而1998年省级层面的固定电话数量为截面数据，因此构造截面工具变量与时间变量（上一年互联网用户数NIU）的交互项作为最终工具变量。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由表7可知，digeco滞后一期和固定电话数量分别为工具变量通过不可识别检验，不存在识别不足的问题；KP Wald F统计量分别约为240.704和86.654，均大于10%的临界值16.38，表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因此以上两个工具变量均有效2)。就第二阶段回归结果来看，数字经济对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系数分别约为0.206 1和0.215 7，且分别在1%和10%的水平下显著，证明在考虑了内生性干扰的情况下，数字经济对工业绿色发展仍然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进一步验证了前文所得结论的稳健性。
表7 工具变量法回归结果
	变量
	digeco滞后一期为工具变量
	固定电话数量为工具变量

	digeco
	0.206 1***
（2.63）
	0.215 7*
（1.75）


	控制变量
	YES
	YES

	常数项
	0.620 5***
（11.04）
	0.472 9***
（5.26）

	Kp- LM
	35.387***
[＜0.000 1]
	29.677***
[＜0.000 1]

	KP Wald F
	240.704
{16.38}
	86.654
{16.38}

	样本数/个
	210
	240


注：[]内数值为P值;（）内数值为z值; {}内数值为Stock-Yogo弱识别检验10%水平上的临界值。
（2）替换被解释变量
为了避免指标筛选不严谨所带来的测度结果的偏差，将进一步选用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作为替代变量，进一步验证数字经济对工业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本文参考Tone[41]提出的非径向非角度的非期望产出SBM-DEA模型，测算各省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设每个省份为系统中的一个决策单元（DMU），每一个DMU包含投入（X）、期望产出（）与非期望产出（）3个变量。定义X、、矩阵如下：=（），=（），=（）。其中，，，，定义生产可能集P为：
P=      （6）
式（6）中：表示为横截面观测值的权重向量，特定生产决策单元对应的具体SBM模型形式见式（7）。式（7）中，满足的条件，表示为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效率值，是关于这3个松弛变量的严格单调减函数。表示过多的投入，表示期望产出不足，表示期望产出过多。

                                                 （7）
具体指标选取借鉴乌静等[31]的研究，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投入指标包括劳动力投入、资本投入、能源投入3部分，分别选取工业城镇单位就业人数、工业企业R&D经费内部支出存量、工业能源消费总量来表示；期望产出指标为工业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及发明专利项目数；非期望产出指标为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二氧化碳排放量、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及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以上指标的原始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及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官方数据。
在保持相同控制变量的前提下，将计算所得的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与前文测度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实证回归，回归结果如表8所示。由表8可知，在不加入控制变量的情况下，数字经济对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系数在5%的水平下显著，约为0.199 2；加入控制变量后，数字经济对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系数约为0.861 5，在1%的水平下显著，由此可知，数字经济仍能够对工业绿色发展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验证了前文结论的稳健性。
表8 替换被解释变量回归结果
	变量
	green(不加控制变量)
	green（加入控制变量）

	digeco
	0.199 2**
（2.25）
	0.861 5***
（4.17）

	控制变量
	NO
	YES

	常数项
	0.643 7***
（26.14）
	1.285 5***
（7.13）

	样本数/个
	210
	240


注：括号内为t值。
4.4进一步讨论
根据卞元超等[42]的研究可知，人力资本的积累除了有助于人口红利更好地释放外，还能够减少企业吸收和使用先进技术的不确定因素，市场化水平过低则可能导致能源的过度使用和浪费，这些因素可能都会作用于数字经济影响工业绿色发展的机制之中，此外，不可否认的是，能源消耗也是工业污染的重要源头，数字经济在促进传统工业实现绿色发展的过程中，必然会作用于能源消费结构，进而促进工业绿色化转型的顺利实现。因此，数字经济可能通过影响人力资本水平、能源消费结构、市场化水平间接影响工业绿色发展。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借鉴温忠麟等[43]的研究方法，构建以下面板中介效应模型来检验相关变量是否存在中介效应及其发生机制。
                                 （8）
                             （9）
                （10）
式（8）~式（10）中，mediator表示中介变量，包括人力资本（human）、能源消费结构（energy）、市场化水平（market）； 、、表示随机误差项，、、表示截距项，m表示个体，t表示时间。
中介模型估计结果如表9所示，根据列~，表明数字经济与人力资本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即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人力资本的更好积累；将人力资本代入基准回归模型后可以发现，人力资本对工业绿色发展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约为0.132 6，而数字经济与工业绿色发展的回归系数约为0.0697，但在统计上不显著，可知人力资本水平呈现完全中介效应。由列、列、列结果可知，数字经济与能源结构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约为0.093 6，表明数字经济与能源消费结构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即数字经济的发展有助于能源消费结构的优化；将能源消费结构代入基准回归模型后可以发现，能源消费结构对工业绿色发展的回归系数约为0.110 3，但在统计上不显著，此时，需要进一步利用sobel检验，来确认是否存在中介效应。根据sobel检验发现，z=2.183 8，P=0.029 0<0.05，此时，可以认为中介效应显著，中介效应约为0.010 3。
由列、列、列结果可知，数字经济与市场化水平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约为−0.128 5，分析原因主要是由于当前我国数字经济仍然处于发展前期，在基础设施布局及发展潜力释放方面仍在持续发力，使得我国地方财政支出呈现上升趋势明显，所占GDP的比重也随之上升，导致市场化水平有所下降，所以使回归结果呈现负向关系，由此可知，数字经济的发展会在一定时期对市场化发展产生一定的阻碍作用；将市场化程度代入基准回归模型后可以发现，市场化水平与工业绿色发展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约为−0.621 6，可知当前市场化水平在数字经济影响工业绿色发展的过程中存在遮掩效应，而数字经济与工业绿色发展的回归系数约为0.075 1，且在统计上不显著，可知市场化水平呈现完全中介效应。
表9 中介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green（直接）
	human
	green（中介1）
	energy
	green（中介2）
	market
	green（中介3）

	digeco
	0.155 0***
（3.02）
	0.643 4***
（5.47）
	0.069 7
（1.33）
	0.093 6***
（2.97）
	0.157 8***
（3.22）
	−0.128 5***
（−4.11）
	0.075 1
（1.52）

	human
	
	
	0.132 6***
（4.56）
	
	
	
	

	energy
	
	
	
	
	0.110 3
（1.04）
	
	


	market
	
	
	
	
	
	
	−0.621 6***
（−5.85）

	CV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cons
	0.519 3***
（11.83）
	3.524 2***
（34.99）
	0.052 1
（0.47）
	0.092 1***
（3.35）
	0.405 6***
（9.45）
	0.696 4***
（26.00）
	0.952 2***
（11.28）

	
	0.641 1
	0.726 9
	0.674 3
	0.278 1
	0.609 9
	0.542 5
	0.692 8

	样本数/个
	240
	240
	240
	240
	240
	240
	240


注：括号内为t值。
5 结论与启示
为了明确数字经济对工业绿色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本文围绕工业绿色发展及数字经济的内涵，结合已有研究，在构建综合测度指标体系对二者发展水平进行测度的基础上，利用实证方法考察了2013－2020年间中国数字经济对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效应及影响机制。主要结论如下：（1）数字经济作为一个新兴业态，具有低碳环保的作用，整体上来看能够显著提升中国工业绿色发展水平，是工业实现绿色化转型的重要驱动力，但数字经济对于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效应可能会在一定时期导致工业绿色发展水平的区域差距进一步扩大。（2）通过内在作用机制研究，可以发现目前数字经济主要作用于工业资源利用和工业增长质量方面，对于工业环境质量的提升作用尚不显著。（3）由于地区现实发展情况的差异，数字经济对工业绿色发展的正向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就效应的大小来看，中部>东部>西部。（4）数字经济对工业绿色发展的正向效应具有技术门槛特征，当工业技术发展水平跨越门槛值139.79后，数字经济对工业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会进一步提升。（5）数字经济会通过影响人力资本水平、能源消费结构和市场化水平来影响工业绿色发展。
基于以上研究结果，本文得出如下启示：（1）重视数字经济对工业绿色发展的驱动效应，将发展数字经济作为实现工业绿色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一方面，数字经济对工业绿色发展能够发挥直接促进作用，但环境效应发挥不充分，因此需要深化数字经济创新端发展，逐步摆脱依赖能源采集及消费的数字经济发展的外延发展模式，弱化能源回弹效应；另一方面，数字经济可以通过人力资本水平、能源消费结构和市场化水平对工业绿色发展产生间接促进作用，因此要重视发挥“人工恩惠”，不断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开发利用清洁高效的替代能源，在政府进行差异化政策引导的同时，最大程度地利用市场“无形的手”，全方位全链条助力数字经济推动工业绿色化转型发展，助力工业领域的碳达峰行动。（2）因地施策，制定有针对性的地区差异化政策。数字经济对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效应具有区域异质性，西部地区应着力改善数字经济发展环境，加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促进工业数字化发展；东中部地区应致力于攻克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技术，拓展数字技术的应用场景，促进数字经济的集约化发展，推动数字产业绿色化发展，进一步挖掘数字经济的绿色潜能。（3）在工业化进程的推进过程中，要不断优化工业内部发展结构，注入科技因子，提升工业内部技术水平。随着工业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数字经济的绿色效应递增趋势明显，因此需要通过深加工进一步提升工业产品的技术含量，优化工业发展链条；对于先进技术的学习，要注意模仿与再创新并重，将先进工业技术转化为真正适合我国发展的实用技术，避免低端锁定效应，促进我国工业实现由生产加工向技术研发的转变。

注释：
1）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共11个省份；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共8个省份；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青海、宁夏及新疆共11个省份。
2）Kp-LM统计量用于检验工具变量的个数是否少于内生解释变量的个数。文中P值小于0.01说明在1%水平上显著拒绝“工具变量识别不足”的原假设；KP Wald F统计量用于弱IV检验，弱IV是指IV与内生解释变量的相关性不强，微弱相关，弱IV会导致用IV估计的结果与用OLS，FE估计的结果相差很大，甚至符号完全相反；Stock-Yogo10%为给出的临界值，KP Wald F统计量大于该临界值则通过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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